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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预期减税的环保效应：来自增值税

税率下调政策的证据

潘 妍 1 张牧扬 2 王 辉 3

摘要：在大规模减税情境下，如何在防范财政风险的同时强化生态环境建设是新发展阶段完善地

方治理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基于 2015－2020 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本文

从地方环保收支行为视角构建统一理论框架，深入剖析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

响。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有效降低了地级市的细颗粒物浓度、二氧化硫浓度和一氧化碳浓度，带

来意料之外的环保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地方政府选择通过强化生态环

境执法来获得非税收入，缓解短期财政压力。这一政策的实施同时起到了规范地方生态环境执法的效

果，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进一步分析表明，设置软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强环境保护目标约束的地方

政府在面对减税政策冲击时更有可能通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来实现缓解财政压力和减轻环境污染的

“双赢”结果。上述结论不仅为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环境质量改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还对未来中

国如何统筹协调减税政策和环保政策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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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党的二十大报告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定义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目标，党和国家

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上述纲领性政策文件指导下，为了践行“绿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官员治理与地方政治经济周期：高频宏观数据与微观机制分析”（编号：72273079）、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公共基建投资市场化下地方政府治理困境及破解机制研究：基于环境治理视角”

（编号：2024SJYB0069）和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育才项目“公共基建投资市场化下地方

政府治理困境及破解机制研究：基于环境治理视角”（编号：SKYC2024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通讯作者：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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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各类环境保护政策陆续发布（王会等，2017）。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的积极行动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2021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 2021 年全国

339 个地级市及以上层级的城市中，有 218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占比达到 64.307%，远高于 2015

年的 21.598%①
。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离不开财政的支持。一方面，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21 年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为 5251.36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49%②
。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进行整改，可能侵蚀地方税基，影响地方政府收入。然而，近年来地方政府

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诸多挑战。面对经济下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多重压力，政府频繁使用减税政策

来提振宏观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显著增大。在此情境下，地方政府需要通过

“开源”“节流”等方式缓解减税带来的财政压力，推进财政可持续发展。那么，地方政府环境保护

相关的财政收支行为（以下简称“环保收支行为”）将如何变化，是否会因财政紧缩而“开倒车”，

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遗憾的是，鲜有学者关注上述问题，这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与重点。

关于财政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既有文献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视角展开研究。其中，政府视角的

研究多根据晋升锦标赛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政治激励下，为推动地方经济短期高速增长，地

方政府会进行税收竞争与逐底竞争，促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规制（张克中等，2011），如为扩大税基

而放松企业的环境准入门槛（席鹏辉等，2017），通过降低环境监管标准吸引企业进入（Dean et al.，

2009），或者将财政资金投入基建等非环保领域（Guo et al.，2020）。上述财政收支行为均不利于地

方环境治理。企业视角的研究则关注财政收支行为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Peng et al.，2021；Qi et al.，

2023；吕越等，2023），但相关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减税会导致企业污染治理支

出减少，不利于减轻环境污染（Peng et al.，202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减税会促进企业减少废弃物

和环境有害物排放，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Qi et al.，2023；吕越等，2023）。

现有相关文献存在三点不足：一是既有关于财政收支行为影响环境治理的研究大多以分税制改革

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和逐底竞争为背景。然而，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考核标准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

特别是在 2013 年以后，经济增长考核指标权重下降，环境治理考核指标权重逐步上升（张军等，2020）。

这一转变导致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的分析难以解释当下减税政策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

的影响，也无法解释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环境质量为何能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需要寻找新视角来分

析新发展阶段下减税与地方环境治理的关系。二是减税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虽然比较丰富（申广

军等，2016；Sommer and Sullivan，2018），但关注减税与环境治理关系的文献还相对较少，且多从企

业微观行为视角展开研究（Qi et al.，2023；吕越等，2023），缺乏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关注。

此外，既有地方财政收支行为影响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政府间竞争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收

支行为的变化（张克中等，2011），直接研究全国性减税政策实施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因此，

①
资料来源：《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zghjzkgb/。

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未预期减税的环保效应：来自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证据

- 44 -

在大规模减税背景下，有必要严格评估减税政策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响。三是大量学者虽然研究

增值税的相关问题（Hoseini and Briand，2020），但学者多关注 2004 年增值税转型改革（Liu and Mao，

2019）和 2012 年“营改增”改革（彭飞等，2020；Peng et al.，2021）等政策实施对宏观经济和微观层

面企业的影响，罕有学者评估 2017 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经济效果（张牧扬等，2022），

关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影响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事实上，2017－2019 年，中

国在 3 年内将增值税主要税率调低了 4 个百分点，力度之大可谓空前。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经

济和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系统评估这一政策实施的效应。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缺乏对减税与地方

环境治理关系和 2017 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关注，本文研究 2017 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

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对现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其次，在研究内容上，

本文突破以往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研究财政收支行为与地方环境治理关系的局限，在

新发展阶段背景下，从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视角厘清减税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现有地方环境治理研究的不足。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并非针对特定的行业或

地区，属于全国层面的“一刀切”政策，因此，精准识别该政策的效果存在一定难度。本文利用 2014

年修正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2014 年修正）》）后严格执行的地方政

府预决算管理制度，构造一个“准自然实验”，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方法（Generalized DID）较为精准

地评估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政策效果，在识别策略上拓宽相关研究的方法思路。

二、制度背景、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提出

（一）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制度背景

减税政策一直是抑制经济下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各国政

府大力推进减税政策，试图通过减税激发企业活力，推动经济发展。大量研究表明，减税在促进劳动

力就业（Zidar，2019）、推动经济增长（申广军等，2016）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正因如此，在 2016

年“营改增”改革完成后，为了切实降低企业税负，中国逐步推进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2017 年财政

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2018 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2019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

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分三次将增值税由 2016 年的 17%、13%、11%和 6%四个税率档次

下调至 2019 年的 13%、9%和 6%三个档次。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据重

要地位。2018 年的《中国财政年鉴》数据显示，2017 年增值税收入决算数占地方税收收入决算数的

比重为 41.082%。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给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造成巨大冲击。在此情境

下，地方政府从“开源”“节流”两方面采取措施，以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大规模减税政策

实施将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又将如何影响地方环境治理？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本文沿着

“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地方环境治理”的逻辑主线构建分析框架，详

细阐述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说（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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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分析框架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提出

1.税收收入效应。晋升锦标赛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紧缩不利于减轻环境污染（张克中

等，2011；席鹏辉等，2017）。“中国式分权”制度和传统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领导干部考核体制推

动中国逐渐形成以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污染并存为特征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这具体表现为：为了

能够在短暂的任期内从晋升锦标赛中脱颖而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采取一些无序竞争策略，如将降低

环境准入标准、放松环境规制作为吸引外资等流动要素、获得财政收入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捷径。这种

逐底竞争行为可能导致地方环境污染加剧，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彻底改变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从根本上打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格局，中

央政府改革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考核体制。2013 年发布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

考核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

生产等指标的权重”
①
。环境保护考核指标权重的增加提升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

推动地方环境质量改善。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较大的财政收入规模

能给地方政府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拒绝高污染企业进入的底气，也给地方政府增加环保支出提供了重

要保证。然而，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实施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财政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地方政

府面临较大的财政收支压力。为了缓解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可能会“开倒车”，

重新走上粗放式经济增长的老路，即为获得财政收入而降低环境准入门槛，吸引污染企业进入（席鹏

辉等，2017）。由此可见，受减税政策影响更大的地方政府更有动机降低环境准入门槛，从而不利于

环境治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H1：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地方政府为提高税收收入和缓解财政收支压力而降低环境准入

门槛，吸引污染企业进入，不利于减轻环境污染，即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税收收入效应不利于

减轻环境污染。

①
参见《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https://www.gov.cn/jrzg/2013-12/09/content_2545

1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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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税收入效应。非税收入是地方政府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润滑剂”，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互补（吕炜和王伟同，2021）。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

实施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显著下降，非税收入迅速上升。对地方政府而言，与环境保护关系

最密切和最直接的非税收入是生态环境执法产生的罚没收入。从收入规模看，罚没收入占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不高，但不同于税收收入往往由各级政府按比例分享，罚没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本级

财政收入，因而，地方政府具有通过增加罚没收入来弥补财力缺口的激励。曹春方等（2022）发现，

在地方财政压力变大时，地方政府会通过策略性罚款来缓解财政压力。因此，当大规模减税政策实施

导致财政收支压力增大时，通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增加非税收入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缓解短期财政困难、

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重要策略。同时，潜在的生态环境执法空间和生态环境执法处罚金额巨额化趋势

为地方政府通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来增加非税收入提供了可能。从生态环境执法空间上看，中国的环

境治理一直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执法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传统的以经济

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通常会利用自由裁量权放松生态环境

执法标准，甚至产生逐底竞争行为（张克中等，2011；李胜兰等，2014）。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是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的普遍做法（张华，2016）。同时，传统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又让中国拥

有数量众多的污染企业。上述客观事实使得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生态环境执法空间。对于地方政府而

言，强化生态环境执法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目标，可谓一举多得。

在众多行政处罚手段中，罚款处罚在生态环境执法中使用频率最高（吴卫星，2021）。随着中国

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执法处罚呈现处罚金额巨额化和执法内容多样化趋

势。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后，生态环境

执法处罚金额显著增加。如 201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不仅扩大了生态环境

执法的处罚范围，而且将处罚标准由 2000 年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提高为“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生态环境执法处罚金额巨额化趋势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强化生态环境执法、弥补财力

缺口的行为。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的初衷可能是拓宽地方政府财源，但客观上规范了地方生态环境执法，

有利于威慑地方高污染企业，减少环境污染行为的发生。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

H2：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多非税收入和缓解财政收支压力而强化生态

环境执法，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即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非税收入效应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

3.支出效应。环境治理具有外部性，由企业和个人提供环境产品容易产生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政

府通常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中央政府逐步明

确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责任，强化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财政支出管理。特别是在 2013 年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将环境保护正式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领导干部问责机制后，环境治理

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持续增加，产生了良好的环境治理效果。Bostan

et al.（2016）、李子豪和白婷婷（2021）研究发现，政府的环境保护支出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

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财政压力，为了维持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地方政府

需要削减部分财政支出。然而，无论是消费性支出还是资本性支出都具有较强的支出刚性。其中，消

http://www.baidu.com/link?url=xsgYg_TJZvA09V61nI6oDiBvNbAndXUV4a8QUrjZbwA0E8-dUJRHPK_k0vhTK0OL1HNK-PsPta-CahgLZ-1dJnk9cTcAZwu8-02pQ3LALOaBzd-_ZZTg2j0Pp9n6dUh1AbHeVC6S2NO_0dfzygai68ev9YqOvG95OF78m1HYdxPFsUFX3Ivs6MWNcVN4qTTxp4EK9TKgx_RHAdMf1AUEya0nTKpvfRf4chvLQNOhJstkIFUGnNpKUKL8s-E_SCnJ
http://www.baidu.com/link?url=xsgYg_TJZvA09V61nI6oDiBvNbAndXUV4a8QUrjZbwA0E8-dUJRHPK_k0vhTK0OL1HNK-PsPta-CahgLZ-1dJnk9cTcAZwu8-02pQ3LALOaBzd-_ZZTg2j0Pp9n6dUh1AbHeVC6S2NO_0dfzygai68ev9YqOvG95OF78m1HYdxPFsUFX3Ivs6MWNcVN4qTTxp4EK9TKgx_RHAdMf1AUEya0nTKpvfRf4chvLQNOhJstkIFUGnNpKUKL8s-E_SC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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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性支出主要是经常性业务支出，具有“棘轮”特征，支出规模易升不易降（Hercowitz and Strawczynski，

2004）。资本性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Yao and Zhang，2015），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初

始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一旦上马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否则项目有烂尾风险。相比之下，环

境治理的外部性和可转嫁性令环境保护支出的支出刚性更小（李香菊和赵娜，2017）。因此，税收收

入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削减环境保护支出的可能性更大。从外部性看，环境公共品的外部性特征导致环

境治理存在“搭便车”现象。相较于提供环境公共品，地方政府更偏好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能够直

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公共品。从可转嫁性看，一方面，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外溢性，地方政府

将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转嫁给其他地区政府的成本较低。沈坤荣等（2017）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治理普

遍存在“以邻为壑”现象，即地方政府面对环境规制时会将污染物排放到邻近地区。另一方面，地方

政府可以通过强化环境监管将环境治理责任转嫁给企业。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研究发现，政府环

境管制有利于激励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推动企业环境治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手段不止增

加环境保护支出一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责任转嫁的方式达到减轻环境污染的目标。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说 3。

H3：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地方政府为维持短期财政收支平衡而削减环境保护支出，不利

于减轻环境污染，即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支出效应不利于减轻环境污染。

三、识别策略、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识别策略

本文采用“准自然实验”的方式，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评估 2017 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调

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是全国层面的“一刀切”政策，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

实验组和控制组。因此，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设计依赖于构建一个能够精准刻画各地级市受增值税税

率下调政策实施冲击的程度且外生的识别变量。《预算法（2014 年修正）》颁布后地方政府严格执行

预决算管理制度为本文构造识别变量提供了可能。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改进

地方预算和决算公开工作，自 2014 年起，中国颁布了《预算法（2014 年修正）》，发布了《关于深

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从法

律、行政法规和政策等多个维度规范地方政府预决算管理制度。在上述法律法规和文件指导下，地方

政府需要严格履行程序：在年初明确筹划本年度各项财政收支活动，编制预算表；在年内按照预算表

安排财政收支；在年末总结财政收支情况，编制决算表（张牧扬等，2022）。各地级市增值税收入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有所差异，而地方政府编制预算表通常遵循“以收定支”原则，因此，增值

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不同地级市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冲击程度有所不同，从而对地级市政府预算

编制和财政收支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上述事实为本文精准测度各地级市受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

实施冲击的程度提供了条件。本文借鉴张牧扬等（2022）的研究思路，构造 2017 年各地级市增值税

依赖度指标来测度各地级市受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冲击的程度。增值税依赖度=增值税收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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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税收收入预算数+非税收入预算数）。

构造上述指标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增值税依赖度变量能够有效刻画各地级市受增

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冲击的程度。地方政府多遵循“以收定支”原则，财政支出预算通常根据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预算制定。地级市增值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越高，该地区对增值税收入的

依赖度越高，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该地级市的政策冲击越大，越可能导致该地级市的财政收支

行为发生改变。该指标能够精准刻画各地级市受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冲击的程度。

另一方面，增值税依赖度变量具有很强的外生性。首先，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编制通常开始于上一

年的下半年，结束于当年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 20 天内。而 2017 年、2018年和 2019 年三次增值税税率

下调政策均在年中实施。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 2017 年初编制一般公共预算时，不会考虑 2017 年国

家出台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影响，更不可能考虑 2018 年和 2019 年的两次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的影

响。因此，各地级市 2017年初确定的增值税收入预算数、税收收入预算数和非税收入预算数不受增值

税税率下调政策的影响，以上述指标构造识别变量不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其次，

增值税依赖度变量仅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密切相关，与政绩考核情况、政府治理效率、社会舆

论监督情况和地区间竞争等影响环境质量的其他因素无直接关联，存在遗漏变量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最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是全国层面的“一刀切”政策，因此不同地区的企业享受的减税力度一致，

将地级市层面增值税依赖度变量作为识别变量能够缓解企业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排除“减税政策实

施通过企业微观渠道对环境产生影响”这一作用路径，使本文机制分析更加聚焦于地方政府行为层面。

综上所述，2017 年增值税依赖度是有效且外生的、能够衡量各地级市受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

冲击程度的变量。由于该政策识别变量为连续型变量，本文构建如下广义双重差分模型：

, , 1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Y VAT POLICY ECO CLI              （1）

（1）式中：下标i代表地级市，t代表年份。 i,tY 是地级市环境质量； iVAT表示增值税依赖度；

tPOLICY 表示政策实施年份的虚拟变量； , 1i tECO  为地级市经济特征控制变量； ,i tCLI 为地级市气

候特征控制变量。由于财政预算主要依据前一期经济财政状况制定，地级市经济特征控制变量均取滞

后一期。 i 和 tv 分别表示地级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i t 为随机干扰项； 为经济特征控制变

量系数； 为气候特征控制变量系数； 为常数项。交互项 i tVAT POLICY 的系数 表示本文关

注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在样本期内，增值税税率进行了三次调整。为检验三次税率调整政策的影响，本文设置如下模型：

, 1 17 2 18 3 19

, 1 , ,

+
         +
i t i i i

i t i t i t i t

Y VAT POLICY VAT POLICY VAT POLICY
ECO CLI

   

    

     

   
（2）

（2）式中： 17POLICY 是 2017 年政策实施情况的虚拟变量； 18POLICY 是 2018 年政策实施情

况的虚拟变量； 19POLICY 是 2019 年政策实施情况的虚拟变量。这三个变量分别衡量增值税税率下

调的三次政策。 1 代表 2017 年政策实施情况的净效应， 2 代表 2018 年政策实施情况的净效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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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2019 年政策实施情况的净效应，其他变量含义与（1）式一致。

（二）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需要，作者搜集了 2015－2020 年各地级市政府财政预决算、环境污染、经济发展和气候

四个方面的数据。本文选择以 2015 年作为样本起始年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信息

是在《预算法（2014年修正）》实施后才陆续披露，2014 年以前的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数据相对缺失。

二是本文关注各地级市的空气污染情况。2015 年以前各地级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不一致，到 2015 年

空气质量新标准在全国全面实施后，各地级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才被统一
①
。因此，2015 年以前的空

气监测数据可比性较差，采用 2015 年及之后数据可以缓解上述现象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选择 2020

年作为样本截止年份的原因是：2020 年 9 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 2030 年“碳达峰”与 2060 年“碳中

和”的目标（以下简称“双碳”政策），中国环境治理迈入新发展阶段，“双碳”政策的提出从根本

上改变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对地方环境质量产生深远影响。为排除上述事件

的影响，本文选择 2020 年作为样本截止年份。地方政府预决算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政府官方网站的政

府信息公开栏目，作者手工搜集整理了各地级市财政预决算数据。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简称CNRDS）②
。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 2015－2020 年的《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气候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的中国地面气象观测历史数据集
③
。

（三）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环境质量。考虑到空气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采用细颗粒物（PM2.5）浓度、二氧化硫（SO2）浓度和一氧化碳（CO）浓度三个空气污染物浓度指标

刻画各地区环境质量，污染物浓度越低，地区环境质量越好。本文提取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中三个

空气污染物浓度指标的日度数据，计算其年度均值，作为三个被解释变量的赋值。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情况，是增值税依赖度变量和政

策实施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增值税依赖度变量定义参见识别策略部分的说明，政策实施年份变量

表示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年份的虚拟变量，若年份为 2017 年及之后，则政策实施年份变量赋值

为 1；否则，政策实施年份变量赋值为 0。在样本期内，国家进行了三次增值税税率调整。本文分别定

义 2017 年政策实施情况（年份为 2017 年=1，年份不为 2017 年=0）、2018 年政策实施情况（年份为

2018 年=1，年份不为 2018 年=0）和 2019 年政策实施情况（年份为 2019 年及之后=1，年份不为 2019

年及之后=0）三个变量，以此衡量三次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

3.机制变量。本文从税收收入效应、非税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三个维度进行机制检验。

第一，新注册重污染企业占比。为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税收收入效应，本文构造新注

①2012 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印发《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分三个阶段在各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逐

步推行该标准，直至2014年下半年才在全国层面形成统一标准。

②
资料来源：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https://www.cnrds.com/Home/Login。

③
资料来源：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http://data.cma.cn/data/detail/dataCode/A.0019.0001.S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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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重污染企业占比变量。本文研究的企业都是制造业企业，制造业企业注册数据来源于企查查网站
①
。

本文参考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的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

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确定制造业中的重污染行业，将属于重污染行

业的企业划分为重污染企业。本文将微观层面企业数量加总至地级市层面，计算新注册重污染制造业

企业数量占新注册制造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以此衡量新注册重污染企业占比变量。

第二，生态环境执法强度。为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非税收入效应，本文构造生态环境

执法强度变量。该变量以地级市环保处罚数量和环保处罚力度两个指标衡量。其中，环保处罚数量是

地级市工商注册企业的环保处罚次数，数据来源于企查查网站。本文爬取企查查网站中全国工商注册

企业的环保处罚信息，一条环保处罚信息视为一次处罚。本文将企业环保处罚次数加总至地级市－年

份层面，以此衡量环保处罚数量。考虑到各地级市环保处罚数量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密切相关，本文

还构造了环保处罚力度指标。其计算公式为：环保处罚力度=环保处罚数量/污染物排放量。其中，污

染物排放量采用二氧化硫浓度度量。

第三，环保支出占比。为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支出效应，本文构造环保支出占比变量。

环保支出占比以各地级市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测度。

4.控制变量。本文经济特征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工业化水平、人口密度和财

政压力，气候特征控制变量主要为降水量。为了排除极端值影响，文中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前后 5‰

的缩尾处理。

表 1 是主要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的定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和赋值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细颗粒物浓度 地级市细颗粒物浓度的年平均值（微克/立方米） 1316 43.446 15.570

二氧化硫浓度 地级市二氧化硫浓度的年平均值（微克/立方米） 1316 17.296 11.569

一氧化碳浓度 地级市一氧化碳浓度的年平均值（毫克/立方米） 1316 0.930 0.305

增值税依赖度 2017年增值税收入预算数占2017年税收收入预算数和

非税收入预算数之和的比重（%）

1316 27.539 7.137

政策实施年份 2017年及之后=1，2017年以前=0 1316 0.666 0.472

2017年政策实施情况 年份为2017年=1，年份不为 2017年=0 1316 0.168 0.374

2018年政策实施情况 年份为2018年=1，年份不为 2018年=0 1316 0.167 0.373

2019年政策实施情况 年份为2019年及之后=1，年份不为2019年及之后=0 1316 0.331 0.471

新注册重污染企业占比 地级市新注册重污染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新注册制造业

企业数量的比重（%）

1304 67.731 10.315

环保处罚数量 地级市工商注册企业的环保处罚次数（次） 1316 70.882 198.631

环保处罚力度 地级市环保处罚数量与二氧化硫浓度的比值 1316 5.860 16.753

环保支出占比 地级市节能环保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1049 3.385 2.799

①
资料来源：企查查网站，https://www.qcc.com/。

http://www.baidu.com/link?url=W0FY84QQGlri9qoHG6SsQUys008WFgC9ItHBb0QxLgDyxOrlNhrv40Aj1OxPWK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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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经济发展水平 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1316 53746.280 45857.310

城镇化率 地级市年末市辖区户籍人口数占年末总户籍人口数的

比重（%）

1316 36.211 22.240

工业化水平 地级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1316 44.160 10.158

人口密度 地级市年末总户籍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的比值（人/平方

千米）

1316 437.659 317.779

财政压力 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差值

（万元）

1316 −1962727 1314958

降水量 地级市年降水量（毫米） 1316 1095.277 473.336

注：在后续回归中，对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实证结果分析

表 2 方程 1、方程 2 和方程 3 给出了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级市环境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3 个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增值税依赖度与政策实施年份的交互项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

均为负，说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显著改善了地级市的空气质量。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地级市增值税依赖度每提高 1 个标准差，细颗粒物浓度下降 1.099（7.137×0.154），相当于细颗粒物

浓度均值的 2.530%（1.099/43.446）；二氧化硫浓度下降 2.113（7.137×0.296），相当于二氧化硫浓度

均值的 12.217%（2.113/17.296）；一氧化碳浓度下降 0.043（7.137×0.006），相当于一氧化碳浓度均

值的 4.624%（0.043/0.930）。其中，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二氧化硫浓度的影响最大，对一氧化

碳浓度的影响次之，对细颗粒物浓度的影响最小。可能的解释是：二氧化硫是工业企业生产最直接的

污染排放物，相比于细颗粒物和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减排在城市空气质量考核体系中被提及的次数更

多，且排放标准规定更明晰，因此成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重点关注对象。

表 2 方程 4、方程 5 和方程 6 显示了三次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级市环境质量的影响。估

计结果显示：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边际影响逐年增加。这说明，随

着国家不断推进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也逐步增强，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

施的效果存在叠加效应。

表 2 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级市环境质量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细颗粒物

浓度

二氧化硫

浓度

一氧化碳

浓度

细颗粒物

浓度

二氧化硫

浓度

一氧化碳

浓度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增值税依赖度×政策实施年份 −0.154*** −0.296*** −0.006***

（0.053） （0.071） （0.002）

增值税依赖度×2017年政策

实施情况

−0.098* −0.148*** −0.004***

（0.058） （0.04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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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增值税依赖度×2018年政策

实施情况

−0.110* −0.309*** −0.006***

（0.058） （0.076） （0.002）

增值税依赖度×2019年政策

实施情况

−0.208*** −0.370*** −0.006***

（0.057） （0.089） （0.002）

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 −0.600 2.525*** 0.044** −0.598 2.616*** 0.045**

（0.700） （0.557） （0.018） （0.707） （0.552） （0.018）

城镇化率滞后一期 −0.083** −0.012 0.000 −0.083** −0.011 0.000

（0.033） （0.041） （0.001） （0.032） （0.041） （0.001）

工业化水平滞后一期 0.079* −0.030 0.001 0.099** −0.004 0.001

（0.041） （0.041） （0.001） （0.042） （0.042） （0.001）

人口密度滞后一期 −4.562 0.326 −0.045 −4.690 0.453 −0.042

（9.514） （8.097） （0.174） （9.466） （8.131） （0.173）

财政压力滞后一期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降水量 −0.004*** −0.005*** −0.000*** −0.004*** −0.004*** −0.000***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0）

常数项 86.161 2.514 0.911 85.945 −0.544 0.873

（54.513） （47.253） （1.025） （54.351） （47.458） （1.021）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级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16 1316 1316 1316 1316 1316

R2值 0.918 0.826 0.837 0.918 0.828 0.838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法使用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部分首先检验实验组与控制组

的环境质量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以 2016 年为基期）
①
。检验结果显示，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环境质

量在 2017 年之前的变化趋势接近，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2.更换核心变量。增值税依赖度测度公式的分母是税收收入预算数和非税收入预算数之和，而地

方政府在非税收入征收方面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这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节以增值税

收入预算数占税收收入预算数的比重衡量新增值税依赖度变量，并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新回归。

所得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前述研究结论稳健
②
。此外，前文采用增值税依赖度这一连

续变量识别各地级市受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影响的程度，并不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实验组与控制组。

①
限于篇幅，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详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zgncjj.ajcass.com）本文附录中的附图 1。为排除可能的事前

趋势效应，本文还在基准模型基础上控制省份－时间趋势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见本文附录中的附图2。
②
限于篇幅，所有更换核心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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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定义分组变量，即以各地级市增值税依赖度的中位数为标准，将中位数及以上的样本定义

为实验组，分组变量赋值为1，将中位数以下的样本定义为控制组，分组变量赋值为0，重新构造分组

变量和政策实施年份的交互项，以此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所得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

明前述研究结论稳健
①
。前文以空气污染情况衡量环境质量，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水污染情况，

以地级市工业废水年排放量（百万吨）测度
②
，所得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增值税

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减少了地级市的水污染，与前述研究结论一致
①
。

3.排除干扰性因素。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保

税法》）开始施行，中国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2018 年各省份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标准存在差异，部分

省份选择在原排污费收费标准基础上提高应税污染物的征税标准，而部分省份基于“税负不变”原则

保持应税污染物的征税标准与原排污费收费标准一致。这恰好为本文构造政策实施虚拟变量提供了条

件。本节参考金友良等（2020）的研究，构造是否提高环境保护税征税标准（提高标准的地区=1，未

提高标准的地区=0）与《环保税法》实施年份（年份为 2018 及之后=1，年份为 2018 年以前=0）的交

互项，并纳入基准模型，以排除开征环境保护税政策实施的干扰。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前述研究结论稳健
③
。此外，空气质量改善具有一定的时间平滑性，为了尽可能缓解空气质量的

时间变动趋势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的估

计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前述研究结论稳健③。

4.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非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参照Cai et al.（2016）的思路构造反事实，随机

抽取一半地级市作为伪实验组，其余地级市作为伪控制组，构造分组变量，并基于该变量与政策实施

年份虚拟变量构建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将此过程重复 2000 次，获得 2000

个核心解释变量的虚拟估计系数，并将其与以增值税依赖度中位数为标准划分实验组和控制组所得的

核心解释变量的真实估计系数比较。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非观测因素并未对研究结论产生显著影响
④。

（三）作用机制检验

1.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的影响。减税政策实施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的

前提是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下降，给地方政府造成较大的财政压力。因

此，本文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预决算差距的影响。其中，增值税收入

预决算差距等于增值税收入决算数减去增值税收入预算数。表 3 方程 1 的估计结果显示，增值税税率

下调政策实施显著拉大了地方政府增值税收入预决算差距。平均而言，地级市增值税依赖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增值税收入决算数比预算数减少 6.980 亿元（7.137×0.978）。

①
以 2017年增值税依赖度平均值为标准划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实证结果也十分稳健，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

附录中的附表 2。
②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https://insights.ceicdata.com.cn/login。

③
限于篇幅，排除干扰性因素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附录中的附表3。

④
限于篇幅，安慰剂检验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附录中的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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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的影响。首先是税收收入效应。为了检验增

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税收收入效应，本文估计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新注册重污染企业占比

的影响。表 3 方程 2 的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对新注册重污染企业占比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增

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并未导致地方政府为获得税收收入而降低环境准入门槛
①
。可能的解释是：领

导干部考核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约束，导致地方政府难以降低环境准入门槛。

因此，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税收收入效应没有得到验证。

其次是非税收入效应。为了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非税收入效应，本文估计增值税税率

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执法强度的影响。表 3 方程 3 和方程 4 的估计结果表明，核心解释

变量至少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带来的收入“损

失”，会通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来增加非税收入。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地方政府环保处罚数

量显著增加，环保处罚力度显著增强
②
。因此，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非税收入效应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非税收入效应的稳健性，本文还检验了增值税税率下调政

策实施对地区人均罚没收入的影响
③
。表 3 方程 5 的估计结果显示，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显著提

高了地级市的人均罚没收入。这一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存在非税收入效应。

最后是支出效应。为了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支出效应，本文估计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

实施对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占比的影响。表 3 方程 6 的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

说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支出效应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环境治理在领导干部考核体系中的

地位逐年提高，成为决定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晋升的重要因素，这提高了环保支出的刚性，导致地方政

府很难通过削减环保支出来缓解财政收支压力。此外，地方政府在年初就制定了各部门的财政支出计

划，相比于增加非税收入、发行地方债务等手段，削减环保支出的沟通成本和难度可能更高。因此，

削减环保支出并不是短期内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主要手段。

综上所述，面对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的财政收支压力，比起降低环境准入门槛以吸引企

业入驻的“开源”策略和削减环保支出的“节流”策略，地方政府更可能选择通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

来增加非税收入的“增收”策略，以此实现缓解财政压力和减轻环境污染的“双赢”效果。这最终引

①
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也支持这一结论。本文参考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的研究，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构造增值

税依赖度×政策实施年份×是否为重污染企业的虚拟变量，并将其纳入基准模型，运用三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增

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能否使地级市重污染企业的投资增加。估计结果显示，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并未显著提高重

污染企业的投资，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4。
②
对于表 3 方程 4，除二氧化硫浓度外，本文还以细颗粒物浓度、一氧化碳浓度作为分母，构建环保处罚力度指标进行检

验，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5。此外，本文还采用残差方式度量环保处罚力度。具体而言，本

文分别以环保处罚数量变量对细颗粒物浓度、二氧化硫浓度和一氧化碳浓度变量进行回归，用回归得到的残差值度量环

保处罚力度，所得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6。
③
人均罚没收入=罚没收入/年末总人口。罚没收入以地方政府财政决算报表中的罚没收入决算数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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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产生了未预期的环保效应。

表 3 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级市环境质量影响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增值税

预决算差距

新注册重污染

企业占比

环保处罚数量 环保处罚力度 人均罚没收入 环保支出占比

方程1 方程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5 方程 6

增值税依赖度×

政策实施年份

−0.978*** 0.020 2.761** 0.400*** 2.404* 0.024

（0.326） （0.048） （1.098） （0.129） （1.320） （0.0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级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80 1304 1316 1316 899 1045

R2值 0.387 0.872 0.648 0.640 0.658 0.455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

表2。

五、进一步分析：不同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差异

2013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对地方领导干部考核体系进行重大调整，降低经济增长指标

权重，提高环境保护指标权重（张军等，2020），导致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执政思路发生重要转变。

本部分分别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和环境保护目标约束视角，对比不同目标约束下增值税税率下调

政策实施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异质性。

（一）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指标通常是上级政府考察下级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为了实

现短期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通常会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设置本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为了确保经

济增长目标能够实现，部分地方政府会用“之上”“确保”“力争”等带有强约束特征的修饰用语对

经济增长目标加以修饰（余泳泽和潘妍，2019）。这种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

面对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的财政收支压力，经济增长压力大的地方政府与增长压力小的地方

政府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环保收支行为，进而对环境质量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本部分检验不同经济

增长目标约束下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分为硬约束组和软约

束组，分别进行回归。若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表述包含“之上”“确保”“力

争”等带有强约束特征的修饰用语，则该地级市属于硬约束组；否则，该地级市属于软约束组。分组

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软约束组中的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无论在统计意义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均

显著大于硬约束组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这说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软约束组地级市的环境质

量存在更显著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在面对差异化的经济增长压力时会相机采取不同的环

保收支行为。地方政府若在年初制定了带有强约束性质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将更加重视经济增长。

在面对减税政策冲击时，这些地方政府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的动机将减弱，这会导致减税政策实施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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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效应大打折扣。若地方政府年初制定了带有软约束性质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地方政府倾向于通

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来实现“增收”，此时减税政策实施的环保效应较为显著。

表 4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级市环境质量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细颗粒物浓度 二氧化硫浓度 一氧化碳浓度

软约束组 硬约束组 软约束组 硬约束组 软约束组 硬约束组

方程1 方程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5 方程 6

增值税依赖度×政策

实施年份

−0.164*** −0.055 −0.347*** −0.287** −0.006*** −0.004

（0.057） （0.126） （0.077） （0.136） （0.002） （0.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级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37 164 1037 164 1037 164

R2值 0.922 0.962 0.836 0.901 0.846 0.892

组间差异检验p 值 0.000*** 0.029** 0.002***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③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

组间差异检验的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000次）计算得到；④控制变量同表2。

本文进一步分硬约束组和软约束组检验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的影响。

表 5 的估计结果显示：软约束组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而硬约束组中的核心解释

变量并不显著，说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软约束组地级市的生态环境执法强度存在显著的影响，

而对硬约束组的影响不显著。以“软约束”方式设置经济增长目标的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强化生态环

境执法来实现“增收”。此外，无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是强还是弱，地方政府都不会采取降低环境准

入门槛的“开源”策略和削减环保支出的“节流”策略来缓解财政压力
①
。

表 5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级市环境质量影响的非税收入效应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环保处罚数量 环保处罚力度 人均罚没收入

软约束组 硬约束组 软约束组 硬约束组 软约束组 硬约束组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3 方程4 方程 5 方程6

增值税依赖度×政策

实施年份

3.048** 0.129 0.405*** 0.321 3.011* −1.789

（1.280） （0.853） （0.132） （0.279） （1.803） （1.8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级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37 164 1037 164 706 100

R2值 0.676 0.886 0.705 0.905 0.660 0.775

①
限于篇幅，表 5 仅列出非税收入效应机制检验结果，不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税收收入效应机制与支出效应机制检验

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附录中的附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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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组间差异检验p 值 0.000*** 0.056* 0.001***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③核心解释变

量系数的组间差异检验的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1000 次）计算得到；④控制变量同表2。

（二）环境保护目标约束视角

在新发展阶段，随着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治理，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政

绩的重要方面。地方政府在年初制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会对当年环境治理工作进行规划，并且全年环

境治理工作会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展开。参考Chen et al.（2018）、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

的研究，本文以环保词汇出现频率（政府工作报告中每万字环保词汇出现的次数）度量地方政府环境

保护目标约束情况
①
。其背后的经济学直觉为：政府工作报告是指导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地级市

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环保词汇的频率越高，该地级市越重视环境治理工作。

本文以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汇出现频率的中位数为标准，将样本分为强目标组和弱目

标组，环保词汇出现频率高于中位数的地级市属于强目标组，环保词汇出现频率不高于中位数的地级

市属于弱目标组。分组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的环保效应在弱目标组和强目

标组并未如预期般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是该回归未考虑各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情况。若

地方政府同时制定了较高的环境治理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那么，环境治理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可能

存在冲突，环境治理目标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将可能减弱。下文将验证这一原因是否存在。

表 6 环境保护目标约束下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级市环境质量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细颗粒物浓度 二氧化硫浓度 一氧化碳浓度

弱目标组 强目标组 弱目标组 强目标组 弱目标组 强目标组

方程1 方程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5 方程6

增值税依赖度×政策

实施年份

−0.181** −0.134* −0.251*** −0.364*** −0.005** −0.005*

（0.074） （0.072） （0.071） （0.120） （0.002）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级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19 610 619 610 619 610

R2值 0.927 0.930 0.881 0.844 0.852 0.860

组间差异检验p 值 0.230 0.039** 0.480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③核心解释变

量系数的组间差异检验的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1000 次）计算得到；④控制变量同表2。

①
本文选择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词汇包括环境、能耗、污染、减排、环保、雾霾、生态、低碳、碳排放、二氧化硫、化

学需氧量、固体废物、温室气体、PM2.5、PM10、节能和绿水青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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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上述观点，本文根据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分组方式和环境保护目标约束分组方式，将样本

分为四组（分别是硬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弱环境保护目标约束组、硬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强环境保护

目标约束组、软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弱环境保护目标约束组、软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强环境保护目标

约束组），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如图 2 所示：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软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

强环境保护目标约束组的地级市环境质量的影响最大，且只有当地方政府设置软经济增长目标时，环

境保护目标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方能凸显，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才能对地方政府环保行为和环境治

理产生显著影响。以上结果也印证了前文猜测。

（a）细颗粒物浓度 （b）二氧化硫浓度 （c）一氧化碳浓度

图2 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不同分组地级市环境质量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①目标组合 1 为硬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弱环境保护目标约束组，目标组合 2 为硬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强环境保

护目标约束组，目标组合 3 为软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弱环境保护目标约束组，目标组合 4 为软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和强环

境保护目标约束组；②实心圆点代表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虚线代表90%的置信区间，垂直实线代表0 值参考线。

本文还对比不同环境保护目标约束下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影响的异

质性。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无论是在强目标组还是在弱目标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都强化了

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执法强度，且强目标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环保处罚力度的边际影响要显

著高于弱目标组。此外，无论是在强目标组还是在弱目标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都不会导致新

注册重污染企业占比提升和环保支出占比下降
①
。因此，设置强环境保护目标的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

通过提高生态环境执法强度来实现缓解财政压力和减轻环境污染的“双赢”结果。

表 7 环境保护目标约束下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级市环境质量影响的非税收入效应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环保处罚数量 环保处罚力度 人均罚没收入

弱目标组 强目标组 弱目标组 强目标组 弱目标组 强目标组

方程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方程 5 方程6

增值税依赖度×政策

实施年份

2.496* 3.564* 0.254** 0.579** 4.871 1.090

（1.471） （1.912） （0.127） （0.240） （3.009） （1.0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①
限于篇幅，表 7 仅列出非税收入效应机制检验结果，不同环境保护目标约束下税收收入效应机制与支出效应机制检验

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本文附录中的附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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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地级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19 610 619 610 391 418

R2值 0.719 0.712 0.713 0.671 0.644 0.747

组间差异检验p 值 0.222 0.019** 0.103

注：①**和*分别表示 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③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组

间差异检验的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000次）计算得到；④控制变量同表2。

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降低经济增长指标权重、增加环境保护指标权重有利于促使地方采取更加

环境友好的环保收支行为。领导干部考核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是地方政府面临减税政策冲击时采取强化

生态环境执法的“增收”策略来实现缓解财政压力和减轻环境污染“双赢”结果的重要原因。

六、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为应对经济下行等多重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税政策。减税政策的实施有效提

振了中国经济，但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容忽视的财政压力。在此情境下，如何在政府治理中科学合理

地平衡财政收支成为新发展阶段下地方财政的重要议题。基于 2015－2020 年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

本文从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视角切入，根据 2017 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构造“准自然

实验”，深入探究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增值税税率下

调政策实施带来意料之外的环保效应。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有效降低了细颗粒物浓度、二氧化硫

浓度和一氧化碳浓度。其次，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主要通过非税收入效应机制影响地

方环境治理，税收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机制并不显著。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导致地方政府为维持

财政收支平衡而选择通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来获得非税收入，拓宽财源，缓解短期财政压力，而通过

降低环境准入门槛来提升税收收入和削减环保支出不再是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压力的主要途径。地方政

府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的初衷是获得非税收入、弥补增值税税率下调政策实施所导致的财政收支缺口，

但还起到了规范地方生态环境执法的作用，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最后，进一步分析表明，设置软经

济增长目标与强环境保护目标的地方政府在面对减税政策冲击时更有可能通过强化生态环境执法来实

现缓解财政压力和减轻环境污染的“双赢”结果。这表明，进入经济高质量增长阶段后，领导干部考

核体系中经济增长指标权重下降和环境保护指标权重提升是影响地方政府环保收支行为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两点政策启示。

第一，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统一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未来需要规范生态环境执

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健全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一方面，积极推进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工

作，并在此基础上督促各地区制定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严格规范各地区行政部门的生态

环境执法行为，推进执法公平；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执法监督制度，强化生态环境

执法行为的信息公开，提高生态环境执法行为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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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完善财税体制，防范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诱发的地方财政的结构性风险。未来在实施

减税政策的同时，应考虑从“开源”“节流”两个角度完善财政制度，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化

解地方政府潜在的财政风险。其中，就“开源”而言，需要推进地方主体税种建设，鼓励地方政府通

过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做到“应减尽减、应征尽征”，以提升税负公平性和税

收收入稳定性，保障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和各级财政的平稳运行。同时，在短期内，可

以考虑增加对受减税政策影响较大的地方政府的临时性转移支付，有利于解决短期内减税政策实施所

导致的区域间财力不平衡问题。就“节流”而言，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

方财政关系，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推进地方政府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减轻

地方政府过重的事权负担。地方政府应当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强化预算约束，严肃财政纪

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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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Unanticipate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axCuts:
Evidence fromChina’s VATRate Cut Policy

PAN Yan ZHANG Muyang WANG Hu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large-scale tax cut, how to strength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while preventing financial risks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lo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at the prefecture-level from 2015 to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ehavior,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T rate cut

policy on lo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T rate cut policy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concentration of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sulfur dioxide, and carbon monoxide, bringing unexpected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T rate cut policy leads local governments to choose to obtain non-tax revenue by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to alleviate short-term fiscal pressure. Meanwhile, this method has the effect of

standardizing loc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with weak economic growth target constraints and stro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rget

constraints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a “win-win” outcome of alleviating fiscal pressure and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ax cut policy. The above conclusions not

only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how China can coordinate tax reduction polic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ValueAddedTax;TaxCutPolicy;EnvironmentalExpenditure andRevenue;Ecological andEnvironmentalLawEnforcement;

Environment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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